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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更化初《同文馆唱和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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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同文馆唱和诗》是以诗体分类、每体依韵编排的唱和诗集，比较几个通行版本后，发现附录
在《柯山集》与以其为底本的《张耒集》中之四卷本，要比《张右史文集》与以其为底本的四库单行本之
五卷本、十卷本更为合理。同文馆锁院起止时间大体可以确定在元祐二年中伏日即六月二十到九月二十，三
个月的锁院比较罕见。同文馆在汴京城西阊阖门外西城隍庙附近，在熙宁元丰时期因朝廷厚待高丽使节而利
用率极高，元祐二年被用作试院透漏出朝廷对待高丽政策的变化。进入此次锁院的试官十九人，除参与唱和
的十三人外，还有赵睿、孙朴、刘安世三人可考。此次考试的并非吏部铨选文武选人，而是开封府的发解
试。不少试官都感受到这次解试承载着元祐更化的科场更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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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唱和诗》虽然有 《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辩证》以及 《宋人总集叙录》等重要的
“提要”与“叙录”，但其诗集之编纂体例与其锁院的时间、地点、人物、性质、意义都还有尚待探
讨、值得考论之处，下文就这些问题一一探析。

一、《同文馆唱和诗》的编集

附录在张耒诗文集中的《同文馆唱和诗》有两个版本，一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柯山集》卷二
十七至卷三十，凡四卷; 一在四部丛刊本《张右史文集》卷三十七至卷四十一，凡五卷。
《柯山集》之四卷本，前两卷为古体，五古在前，一组 ( 以韵分组) 四首; 七古与柏梁体在后，
两组分别十九、十三首; 后两卷为近体，五律在前，五组一百零六首; 七律随后，四组五十五首; 最
后是七绝，七组二十二首。中华书局一九九九年点校本 《张耒集》采用的是这个版本，只是放在卷
六十二到卷六十五，作为别集收尾。
《张右史文集》之五卷本，前三卷为近体，后二卷为古体，与《柯山集》恰好相反。有两首五律
混到卷三十九的七绝中，有四首五古不在卷四十的七古前，却在卷四十一的柏梁体前。署名邓忠臣等
撰、收录在《四库全书》总集类的单行本《同文馆唱和诗》，虽分为十卷，但排列顺序却与《张右史
文集》没有区别，正如《四库提要辨证》曰: “此书之有单行本，必是雍、乾间好事之徒从《张右史
集》内抄出，而分一卷为两卷，貌为旧本以绐藏书家耳。《提要》不加深考，以为宋时果有此书，遂
以舛漏讥《宋志》，岂其然乎?”①

首先从分体编集的顺序看，宋诗别集很少将近体放在古体之前，因此四卷本的 《柯山集》与
《张耒集》更符合宋人体例; 其次从各体内唱和诗排列顺序看，《柯山集》与 《张右史文集》大同小
异，但后者却有两处如前所说的不当，所以四卷本系统也更合理; 再从卷次上看，单行本根据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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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史文集》而“分一卷为两卷”时，将同一组诗歌分割到不同卷次，也不符合古人编集习惯，甚至
不如《张右史文集》。因此本文选择 《柯山集》与 《张耒集》的四卷本系统作为论述主要依据，个
别字句会参校《张右史文集》与四库单行本。
《四库全书总目》所云“时忠臣等同考校，即其地为试院，因录同舍唱和之作，汇为一编”，固
然如《四库提要辨证》所说是误以为后世抄书为宋人编集，但这里有个问题是: 宋代 《同文馆唱和
诗》有无单行本? 余氏云: “然吾尝考之尤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诸家书目，及 《通志艺文
略》、《通考经籍考》，亦皆无其书。且不闻有元、明刻本，直至厉鹗作 《宋诗纪事》始选其诗，《四
库》据鲍士恭家藏本，始著于录。”的确，前人目录学著作中没有著录 《同文馆唱和诗》单行总集，
但并非其他文献没有著录。
张表臣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十八日所写的 《张右史文集序》，云其从汪藻、王鈇、何若、秦熺四公

处得到张耒诗文“凡百余卷”后， “亟加考订，去其重复，正其讹谬，补其缺漏，定取七十卷，号
《张右史集》”，① 他分体罗列了诗文分体篇目数量，结末列 “同文馆唱和六卷”。这 “六卷”当时是
否是单行本? 因张表臣语焉不详，他所编的 《张右史集》原貌也不可考，所以很难得知。只是从其
单独列出“同文馆唱和六卷”看，似乎这“六卷”就是当时的一个单行本。张表臣将其附录在 《张
右史集》中，从此就变成了别集附录本，而不再是单行之总集。“尤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诸
家”可能就因此而没再关注此事。
当时“六卷”若非单行本，那《张右史集》中所录，则可能就是张表臣所编，若是他编集，也

定有个底本。他的底本从“四公”得来，而“四公”又从何而得? 无从考证。定是参与唱和的某个
人或某几个人编集而成，或是张耒，或是邓忠臣，或是其他人。唱和集按体分卷、按韵分组排列，并
未突出某个个人。但无论如何，张表臣之前或从张表臣开始，已有“同文馆唱和六卷”存在。
无论是别集附录本，还是总集单行本，《同文馆唱和诗》都没有得到后世太多的关注。有关同文

馆这次锁院的其他文献记载也十分罕见，连具体到年月日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次考试锁院也
只字未提，这使得此次锁院显得十分隐秘，影响到我们对整个锁院唱和的认知度。

二、同文馆锁院的起止时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同文馆唱和诗》之提要已经考证出此次锁院在元祐二年，《四库提
要辩证》更进一步考证其在此年秋天。具体的起止日期是否能够考察?
几乎没有什么集外资料可以说明同文馆锁院的起止日期，而 《同文馆唱和诗》的大量诗歌却具

有极为突出的自证性和互证性，可以提供今人所需的信息量。
从邓忠臣《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所云 “了无一事犹深锁，辜负东篱菊品浓”看，九月

九日试官们已经较艺完毕，但尚未开院。耿南仲的和诗云 “贡珍已选茂良充，犹被拘縻类缚钟”，也
是说较艺工作已经完成，而试官犹被 “拘縻”在同文馆。晁补之觉得天已寒而开院之日似乎仍遥遥
无期，甚至向家人索要御寒之衣: “更促寄衣真似旅，晓堂初怯露寒浓。”邓忠臣悲观到要通过打卦
问卜以求确切日期: “归期专欲问龟从。”余幹则比较乐观地说“开门预计无多日”。而张耒，则比其
他人更早得到开院确切时间: “十日飞腾过眼疾，万签甲乙定谁从。”且注云: “时去开院十日。”我
们据此可知，开院当在九月十九日。而蔡肇在和邓忠臣《与文潜无咎对榻夜话达旦》时云: “穷秋天
气少晴明，雨叶风窗夜夜声。应为幽人听未足，不教骢马出重城。”且注云: “时已奏号，而御史不
至，遂留一夕。”这样看来，预定九月十九日的开院，可能推迟到二十日。
蔡肇《漫兴成章屡蒙子方宠和更辱赠句辄用奉酬》云“礼闱联事几三月，词客悲秋共一音”，此

诗写于重九之后、开院之前不久。由 “几三月”上推，则锁院当在六月十九日或其后，亦即在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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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耒集》，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附录《东湖丛记》卷一，北京: 中华书局，1999 年，第 1021 页。
以下所引《同文馆唱和诗》的诗句，均以此集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不一一写出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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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旬之间。邓忠臣“忆昨三年田舍中，六月正服农家苦”，之所以谈到前三年的 “六月”，自是从
眼前之“六月”生发出感想来的。
六月中下旬锁院之说，从诸公有关 “初伏大雨”的唱和中，可以得到证实并能够推论得更为精

确。由张耒首唱的《初伏大雨戏呈无咎》，应该是《同文馆唱和诗》中最早的一组诗歌。张之首唱与
晁补之、曹辅、邓忠臣、蔡肇四人之和诗，共八首，当均作于入试院前后。从晁补之 “蓬山西邻九
轨路，三月街晴叶吹土。直庐凿牖面宫垣，青壁崭崭看垂雨”，说明这场大雨来时，他还在秘书省①

值班。这首和诗在他的《鸡肋集》中题为《次韵文潜馆中作》，② 更能说明大雨时尚未入锁院。
初伏第一天是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元祐二年五月十三甲子是夏至，经过庚午 ( 五月十九) 、庚

辰 ( 五月二十九) ，六月辛巳朔 ( 六月初一) ，第三个庚日是庚寅即六月初十，亦即初伏第一天。初
伏第十天，便是第四个庚日即庚子 ( 六月二十) ，这天又是中伏的开始，即中伏日。晁补之诗结尾云
“但忧伏日细君须，割肉无缘俟归俎”，则说明到中伏日时，诸人已经得到锁院通知、业已入试院，
无法回家过节了。由此可以确定锁院在大雨之后、六月二十之前。③

张耒“快洗晩空作晴碧，三更月华清万户”，说明初伏的那场大雨在傍晚时即下即停，是典型的
夏日阵雨。而诸公的入院时间和情状是: “东门骢马止行行，被诏秋闱阅俊英。三岛隔云天北极，万
灯明路国西城” ( 邓忠臣) ; “天街落日走鸣珂，咫尺衡门不许过。催去据鞍犹鹤望，争观夹道已云
罗” ( 张耒) ; “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东华走马过” ( 晁补之) ; “午门钥入断人行，禁漏稀微出迩
英。齐拜敕书期老仗，并驱驺御出西城。喧哗灯火看如梦，关锁官曹只寄声” ( 蔡肇) ; “云龙九阙晨
书诏，灯火千门夜出城。潇洒庭除当月色，稠重幕帘断人声” ( 孔武仲) 。五人的描述，都说明他们
是在日落天黑、华灯初上时进入锁院的，他们均未提到雨后，则说明他们入锁院不是在下雨后的那个
傍晚，而是在另一个傍晚。结合晁补之诗中那句无法回家吃伏日肉的尾联，可以推断是十九日傍晚下
雨，二十日一早，他们上朝接到诏书，傍晚入锁院。蔡肇所云 “昨朝东门同拜敕，玉齿犹残道中
语”，即说明他与张、晁、邓等人关于“初伏大雨”的唱和尚未结束，就接到锁院之诏书，因此他们
在道路上还在谈论着唱和诗歌。
关于“初伏大雨”的唱和，从蔡肇的“次韵文潜丈”始及其以下的十一首同韵诗，才明显是锁

院后所写，蔡肇所云“闭门十日无一事，坐对空庭秋叶舞”，则可见他们进入锁院之后最初十天都无
事可做，才继续步韵和诗再续前缘。将 “初伏大雨”一组唱和收录其中，其实也证明大雨在入院前
一天傍晚，而有关大雨的唱和诗歌在第二天入院后还在继续。这样说来， 《四库提要辩证》的 “秋
天”说，不够准确。锁院是盛夏中伏日就开始了。
元祐二年七月庚戌，是朔日又是立秋日，中伏日后的第十天便是秋后末伏的开始，所以张耒④有

“忽惊秋近梧桐落”之语，曹辅 《呈邓张晁蔡》云 “九人同日锁重闱，一夜涛声卷秋雨”，都谈到
“秋”，与中伏日前下雨而中伏时间较短有关。柳子文“重闱几日锁清秋，酬唱新篇乱如雨”，以 “秋
日同文馆”为题为首句的多首诗歌，似乎都强调此次锁院在秋天，但实际上，是在立秋前十天。
张耒“来时汗流今雨霜，重门事严御史章”，可知此次锁院的时间漫长。科考锁院一般是五六十

天，而此次锁院“几三月”近九十天，在科举史上怕是少见。或许是因为元祐更化初期，旧党内部
对科场“更化”的意见还不统一造成的。当时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主张沿袭熙宁元丰以来的经义考
试，只是不再使用 《三经新义》、 《字说》，而苏轼、孔文仲、刘挚等人建议加上熙宁元丰废除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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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元丰五年将崇文院与秘阁合并称秘书省，在左升龙门里，其变化迁移情况，详参陈元锋: 《北宋翰苑馆阁与
诗坛研究》，北京: 中华书局，2005 年，第 14 － 15 页。
晁诗以及当时唱和者称秘书省为“馆中”，同文馆为“试院”。
据张培瑜: 《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 大象出版社，1997 年。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零二云:

元祐二年六月“甲午 ( 十四日) 诏以大热，权停在京工役三日”，又补充云: “《御集》六月十三日。”可知在十三、
四日前后尚大热无雨。那么，大雨当在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
此诗作者，《同文馆唱和诗》单行本与《坡门酬唱集》卷二十二均作“张耒”，而《柯山集》与《张耒集》

作“曹辅”。当作张耒，因为曹辅锁院前不在秘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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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一时争议纷起，① 尚无定论，锁院正在等待朝廷的决策，引试日期也推迟。② 余幹写在蔡肇 《次
韵文潜丈》之后的次韵诗云“后朝便足阅英才，为指帡幪设千俎”，说明入院十三四天后才引试。

三、同文馆承载的对外政策 “更化”消息

同文馆在汴京城西，本是招待高丽使节的场所，元祐二年临时用作试院。王应麟 《玉海》卷一
百七十二熙宁同文馆云: “在延秋坊，熙宁中置，以待高丽使。七年正月，以内臣掌之。”“以待高丽
使”后有注“舍宇一百七十八间”，可知其规模之大，而如此多的房间也足够一场大型考试使用。
邓忠臣“馆阊阖外西城隍，书槖迫遽不及装”，描述了同文馆所在具体的位置以及他们匆忙赴馆

的情状。同文馆在阊阖门外西城隍庙附近，比只说延秋坊还精确细致。柳子文在试院期间，写道
“庭木何年植，窗尘异域题”，并自注云: “高丽人馆此，书字尚在。”呈现了同文馆当时的环境与曾
经的历史。邓忠臣“人闲聊假诗书乐，地远还闻市井声”以及商倚“图书堆枕畔，歌吹隔墙隈”，都
说在馆内仍能听见“市井”、“歌吹”之声，可见同文馆并未远离 “人境”，是个热闹的所在，只是
锁院中的人不能享受那份热闹而已。
《四库提要辩证》认为“高丽使不常至，其地空闲，故借以为试院”。③ 而事实上，“高丽使”并
非不常至，同文馆也并非一直“空闲”。同文馆此次被用作试院，其实透漏出元祐更化时期朝廷对待
高丽政策的变化。蔡肇诗“万里夷王子，曾听若木鸡。泛舟沧海外，授馆国门西。琛币来重译，车
书想旧题。苍梧弓剑冷，云雨泣芝泥”，涉及到的便是朝廷与高丽关系今昔变化。
宋神宗变法时期，十分注重对外特别是对高丽的政策，所以熙宁中专修同文馆以厚待高丽使节。

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云: “京师置都亭驿待辽人，都亭西驿待夏人，同文馆待高丽，怀远驿待南
蛮。元丰待高丽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
路; 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
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尔。”络绎不绝的高丽使节时常到达京师，同文馆在元丰间门庭若市的情状可
以想见。
元祐更化初期，旧党不少人都认为神宗时期待高丽人过厚而引起不少弊端，因此提议改变对高丽

的政策，苏轼、苏辙是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他们多次上奏朝廷，如 《栾城集》卷四十六 《再乞禁止
高丽下节出入札子》云“臣近奏乞裁损同文馆待高丽条例”即是其中之一。所以元祐时期，朝廷不
再厚待高丽使节，同文馆也因此风光不再，才被用作试院。蔡肇在元丰期间积极追随王安石，支持变
法，所以他在诗歌尾联通过高丽人对神宗的哀悼，表达了他自己对神宗的思念，也传达出他对王安石

以及变法的深厚感情。其他考官几乎不提及同文馆这段相距并不太遥远历史，或许是在有意回避，或
许是并无感情，因为张耒、晁补之都才做了苏门学士不久。
同文馆后来似乎像是巧合地成为旧党的一个符号，“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祐旧臣”，④ 就将

这个地方与元祐党人更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四、参与及未参与锁院唱和的试官

据柳子文“毛遂未至空连房”句注: “同舍十九人，余独后入。”则知相继入锁院的试官有十九
人。参与唱和的十三人中，邓忠臣 ( ? —1106 或 1107?⑤) 、蔡肇 ( ? —1119 ) 、晁补之 (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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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详参祝尚书: 《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 中华书局，2008 年，第 54 页。
参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七: “ ( 元祐三年) 十一月庚申，三省奏检会元祐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

指挥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 四月十二日指挥仍罢律义; 六月十二日指挥将来科场程序不得用《字说》，并用古今诸
儒之说或已见，即不许引用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不得于老、列、庄子内出题。”可以看出科场规则内容一直在
变化之中。
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第 1560 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五哲宗元符元年。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云其“崇观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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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 、张耒 ( 1054—1114) 四人唱和最多，在二十首以上; 余幹 ( 生卒不详) 、曹辅 ( 生卒不详) 、
李公麟 ( 1049? —1106 ) 、柳子文 ( ? —1099?) 、商倚 ( 生卒不详) 、耿南仲 ( ? —1129 ) 六人居
中，在十首以上; 孔武仲 ( 1041—1097) 、温益 ( 1038—1103) 、向 ( 生卒不详) 三人唱和不多，孔
二首，益、向均一首。①

十三人外，还有三名未参与唱和的试官姓名可考。据邓忠臣 “喜陪群彦集，通籍在金闺”自注
云: “属彦常、彦思、元忠、器之、文潜、无咎。”其中彦常即孔武仲，文潜、无咎即张耒、晁补之，
而彦思、元忠、器之当为十九人之三。彦思当是赵睿，② 熙宁六年进士。元忠当是孙朴，为孙固之
子，郑州管城人。③ 器之当为刘安世，亦是熙宁六年进士。④ 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三:
“ ( 元祐元年十二月) 庚寅 ( 初七) ，朝奉郎毕仲游、赵挺之并为集贤校理，承议郎行军器监丞孙朴、
承议郎行太学博士梅灏、奉议郎张舜民、奉议郎礼部编修贡籍赵睿，并为秘阁校理; 宣德郎详定役法
所管勾文字李籲、承议郎盛次仲并为校书郎; 试太学录张耒、试太学正晁补之，河南府左军廵判官礼
部编修贡籍刘安世、和州防御推官知常州晋陵县丞李昭玘、宣德郎陈察并为正字，仍今后除校理已上
职，并出告。仲游等十三人，并以学士院召，诏充选也。”赵睿、孙朴、刘安世与张耒、晁补之同时
被召试充馆职。此次所授馆职为此次秋闱锁院试官的主力军，所以商倚才有这样的诗句: “宝玉荆山
尽，文星禁掖稀。”并自注云“馆阁诸公多集于此”。由此段话可知，入锁院时，赵睿、孙朴为秘阁
校理，张耒、晁补之与刘安世均为秘书省正字。

五、此次锁院性质: 吏部选人还是发解试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认为此次“同文馆所试乃吏部文武选人”。⑤ 其根据有二: 一是晁补之
《鸡肋集》卷十五《试院次韵呈兵部叶员外端礼并呈祠部陈员外元舆太学博士黄冕仲》“文武中铨集，
丹铅百卷堆。豚鱼聊可辨，皮弁不应恢”之自注 “左选试经义，右选试兵策”，且云: “此诗之后，
才隔九首，即《次韵邓正字慎思秋日同文馆诗》，明系作于同时。”既然“才隔九首”，为何不收录唱
和集中? 不收入唱和集中，如何敢判定其“明系作于同时”? 若“才隔九首”便为同时作，那么其间
的八首当亦是同时作? 显然不是。“才隔九首”而不在唱和集中的诗歌，当然没有唱和集中的诗歌更
靠得住。而且此诗诗题所言之叶端礼、陈元舆 ( 轩) 、黄冕仲 ( 裳) ，均不在同文馆唱和的十三人之
列，也无其他材料说明他们参与了这次锁院，所以很难确定此诗说的是此次考试。⑥ 二是 “若所试者
为进士，纵贡院未成，亦当就太学为试院，不当借同文馆也”。事实上，进士科 ( 诸科常与进士科同
时考) 的省试一般不会借用同文馆，但若是国子监或是开封府的进士科之发解试则很可能会借用同

文馆。因为“各地发解试的考试，都集中在州府治地举行，但在宋代，州府却长期没有专用的考试
场所，多是临时借学宫或佛寺为之。州郡贡院 ( 又称试院) ，到北宋末方才建立”。⑦ 既然是借用，国
子监或开封府的发解试当然也可以借用 “学宫或佛寺”以外的同文馆。
其实关于此次锁院所试之性质，《同文馆唱和诗》中有相当多的诗句可以证明其并非是 “吏部”

铨选“文武选人”，而是“秋闱”。邓忠臣“被诏秋闱阅俊英”、“秋闱深锁觉愁多”，张耒 “秋闱何
幸相握手”以及 柳子文“秋闱得暂依”，都明确说他们这次锁院是发解试，因为 “秋闱”是全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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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对十三人的详细研究，另撰《同文馆唱和诗人事迹考补》一文，此处不详谈。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跋鱼计亭赋》云: “又明年二月，( 宇文黄中) 为荥阳赵公睿作《鱼计亭赋》，引

物连类，开阖古今，深得东坡、颍滨之笔势。适有天幸，出入侍从、身名俱荣者，俱好文之主也。赵公字彦思，熙宁
六年进士，当元祐初，英俊聚朝，以奉议郎、礼部编修贡籍首，与孙逢吉彦同作《职官分纪序》。”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哲宗元祐元年六月注云: “孙朴，固子。”孙固字和父，《宋史》三百四十一
有传。孔凡礼《苏轼年谱》第 749 页有孙朴相关资料。
据《宋史》卷三百五十六、《东都事略》卷九十四以及《郡斋读书志》卷五下可知: 刘安世，字器之，大名

人，少师事司马光，熙宁六年登进士第。哲宗立，司马光举安世充馆阁之选，除秘书省正字。
参见余嘉锡: 《四库提要辨证》，第 1560 页。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第 58 页同意此说。
似是元祐三年春闱锁院，叶端礼不可考，陈轩与黄裳都在其中，当时也有武举。
祝尚书: 《宋代科举与文学》，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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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三级试之发解试的专用术语。据柳子文“万户争看榜，三年此一开。异时千载遇，此日四方来”
看，此试为英宗治平二年所定三年一开科的科举常例考试。①

耿南仲“由来京邑贡，正合冠多方”，是说京畿之地解试所贡的举子，其水平历来是全国各地解
试之冠，正说明此次考试就是开封府的发解试。② 李公麟有几首诗云 “雍畿兹吁俊，元祐看新魁”、
“门通三级峻，桂露一年香。庆及飞龙旦，同歌庶事康”、“吁俊天畿合辟雍，……龟列春庭先壤奠，
龙飞天路得云从”，反复明确地强调，这次秋闱是哲宗登基后的第一次科考，即龙飞榜的初级考试，
也即元祐三年省试 ( 春闱) 、殿试之前的解试。
与此次秋闱相关的是同时锁院而开院更早的别头试，黄庭坚参与了这场于武成宫举行的别头试的

考校工作。③ 邓忠臣《重九考罢试卷书呈同院诸公》诗注云 “是日别试榜出，亲友亦有预荐者”，可
知别头试九月九日已经开院，而发解试之试官尚在锁院中。作为同文馆试官的蔡肇与晁补之，其弟均
在此次避亲嫌的别头试中及第，二人闻知后有诗，蔡肇有 《家弟别试预荐，特蒙慎思学士赠诗致庆，
感荷不已，次韵酬谢》，其弟即蔡载，字天任; 晁补之有《八弟预荐，慎思兄以诗为庆，复次韵并寄
八弟》其八弟即晁将之，字无斁，第二年即元祐三年进士及第，④ 邓忠臣也写了 《九日考试罢，闻无
咎、天启二弟荐名，因用前韵，以纾同庆之怀》，这些诗题与诗歌都可以从侧面证明同文馆锁院是进
士及诸科的发解试性质。

六、此次发解试之更化意义及试官们的态度

作为哲宗登基后的首次开封府发解试，具有科场更化尝试意义，参与唱和的试官们对此有比较明

确的认识。如柳子文《初入試院》即云 “上国擢材初改辙”，他很直白地指出这次 “上国”即首善
之区的解试，承载着科场更弦改辙的意义，要更改的是神宗时期的考试内容以及方向。旧党从元丰末
元祐初就已经开始全面改变 “新法”，而且势头猛烈，科场涉及到人才选拔与培养，当然是其更化的
首选重点，因此尽管旧党内部改革的意见尚未统一，士子的学习内容方法尚未改变，但 “更化”已
经迫不及待地需要推行了。柳子文作为苏轼、苏辙的堂侄女婿，已经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相关的信
息，而张耒、晁补之也早在入馆阁前就熟知了二苏的主张。孔武仲更是科场改革的急先锋。商倚云
“盛世文章由此变，坐看风俗反醇浓”，更指出这次解试的深层意义: 不仅仅只是科场的更化，而且
还是文坛风气、社会风俗的更化。晁补之“搜才赖公等，要助俗成康”，也将这次为国 “搜才”，看
成是促使民风民俗焕然一新的行为。
既有如此的认识，多数试官都充满信心，决心为 “更化”贡献个人的力量，如柳子文 “上国擢

材初改辙，众心督战亦乘城”，就愿意为其尽心尽力，他还说“浩歌激烈元非狂，正逢圣主开明堂”，
表现出激情狂烈的精神。邓忠臣“逢辰强思报，矫首咏明康”，也表达了明时感恩图报之情。孔武仲
最为坚定，他说“欲把尘埃补山岳，宁辞羽翮寄罝罗”，为了这场科场革新，他自愿牺牲个人自由。
诸人之中，蔡肇的态度较为特别。尽管他也认为这次考试是 “奎壁重开照，琳琅尽得归”、“诸彦联
翩入，斯文迤逦回”，但他另一诗也云 “明时勤选擢，间设誉髦场。该学添 《三传》，微能及 《九
章》。静无桃叶唱，清有菊花香。解我幽忧病，惟应赖杜康”。既然一切都顺理成章、完美无缺，他
何以“幽忧”呢? 作为王安石新政的支持者、元丰年间的进士，蔡肇实际上对这次科考改革抱着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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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引《宋登科记》云: “英宗治平二年，始诏三岁一贡举。”
柳子文“槐花举子促书囊，成均贡士贤登乡”，所云“成均”，是国子监别称。据《宋代官制辞典》 ( 中华书

局，1997 年，第 344 页) : “元丰新制后，国子监执掌国子、太学、律学、武学、算学五学之政令与训导事，以及刻
印书籍等。”并不单独进行“五学”的发解试，这里可能指国子监执掌的“五学”士子也参与了开封府的发解试或别
头试。
见《山谷年谱》卷二十二《次韵徐文将至国门见寄》注云: “诗中有‘槐催举子着花黄’之句，盖是岁秋

试。……已上皆武成宫试闱所作。”
晁补之有《送八弟无斁宰宝应》等与八弟相关的诗歌。详参张剑: 《晁说之研究》，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5

年，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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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且审慎的态度。事实上，参与唱和的十三名试官，除了孔武仲是嘉祐八年进士，曹辅未中进士，温
益、向及第年限状况不可考外，其余九人也都是熙宁、元丰间的进士，他们虽然能够认识此次解试的
意义，但若全盘否定熙宁元丰，就等于说全盘否定他们自己的教育，所以他们也都不像孔武仲那样激

进，而较为保守审慎。
蔡肇云“该学添《三传》，微能及 《九章》”与 “即今文学科卜商，赤刀大训在西房”，透露出

一点考试信息，熙宁元丰间废弃的《春秋三传》与 《九章》所代指的诗赋及 “文学”都可能在这场
考试中加入了。作为王安石的弟子，蔡肇对此种变化比其他人敏感。仅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百六十四到卷四百零五所载，元祐元年元月到二年九月，正是旧党积极废除新法、旧党内部洛蜀朔党
争渐起且激烈之时，而来自不同阵营的邓蔡张晁等十三人，封闭于锁院，能悠游唱和，实在是难得的

和谐。
处于元祐更化时期的开封府发解试，被赋予了科场更化的尝试性质，为元祐三年苏轼知贡举之春

闱改革奠定了基础。有关同文馆锁院唱和的文献很少，但唱和诗具有超过独吟诗很多的自证性与互证
性功能: 一题多首唱和诗歌提供的信息量显然大于一题一首，多题多首唱和诗之间提供的信息互相参

照，这一优势有利于学者深入研究唱和诗，而我们却常常忽略了唱和诗这个显而易见的优势。

A Study on The Tongwen Bureau Responsive Verse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Yuanyou Reform

Lü Xiaohuan
(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Tongwen Bureau Responsive Verses is a collection of responsive poems， classified by the
prosody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different rhymes． Among the several popular editions， the four-volume edition
appended to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Lei and its master cop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Keshan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the separate Si Ku edition of five or ten volumes and its master copy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Youshi． On the basis of textual criticism， the closing time of Tongwen Bureau is probably from the 20th
day of the sixth lunar month to the 20th day of the ninth lunar month in the second year of Yuanyou reign
( 1086 － 1094 ) ．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rare for a guild hall to be closed for three month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Located in the west of Bianjing City， the Northern Song Capital， the Tongwen Imperial Bureau
had been used to receive the Goryon ambassadors in the Xining and Yuanfeng period ( 1068 － 1085 ) ．
However， its different usage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revealed the policy changes of the Northern Song royal
court． There were 19 officials taking charge of this imperial examination， including thirteen poets for singing
and versifying and the other three people were Zhao Rui， Sun Pu and Liu Anshi． In many officials points of
view， this examination conveye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fter the Yuanyou
reform．

Key words: The Tongwen Bureau Responsive Verses， Song poetry，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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